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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1959年約有13,000位西藏人追隨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其後仍有

許多西藏人陸續翻越喜馬拉雅山，到達印度、尼泊爾、錫金、不丹等西

藏鄰國，尋求政治庇護，成為流亡的政治難民。在流亡印度屆滿50年當

中，流亡藏人透過集體的努力找到在印度安身立命所在，建立了一個自

給自足的流亡經濟典範，其中季節性的毛衣貿易生意成為他們在印度維

生的重要經濟活動。從事毛衣貿易必須離開藏人定居點到印度人所在的

城市長達數月之久，建立市場並必須在個別販賣所在地成立毛衣協會，

執行與印度地方政府交涉的任務，提供藏人毛衣商互助的組織，此外更

集體發展出價格策略與經營紀律的作用，使得流亡藏人能夠以公平合作

的方式維持市場運作，而不會產生因彼此競爭而危及共同利益的結果，

所表現出來的是集體實作所展現的「道德經濟」。根據在印度各城市所

蒐集的藏人毛衣市場與協會的田野調查與訪談資料，呈現一個族群如何

在流離的處境中發展出「社會性」、「道德性」的經濟過程，維持族群

的集體生計行動，同時展現了道德經濟的發展機制。

關鍵詞：流離、流亡藏人、毛衣貿易、市場競爭、道德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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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than 100,000 Tibetans followed the Dalai Lama, who fled Tibet 

in the 1959, have settled in India where they have been for a half century 

now. The core of the Tibetan exile economy consists of its informal sector, 

the sweater-selling business which requires that Tibetan exiles travel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to different Indian cities and towns to sell woolen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exiles selling similar products may have engendered 

fatal effects on ethnic solidarity, but sweater sellers have managed to avert 

this outcome.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how exiled Tibetans in India have 

developed various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of individual self-

interests by averaging profits within each market. Thus, Tibetan sweater-

sellers have learned to survive while creating a model for a moral economy.

Keywords:  displaced, exiled Tibetans, Sweater-selling business, market 

competition, mo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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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到西／從南到北／一串串／汗液浸過／淚水澆過／鮮血

染過的足印／是他們走過的路／

⋯⋯從晨到夜／從秋到冬／印在梵地的村村寨寨」

《哦！足印⋯──獻給推銷毛衣的西藏流亡者》1 

作者：旦真望青

一、流亡的難民

在1959年約有13,000名西藏人追隨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其後一、

二年間，約60,000多名西藏人陸續翻越喜馬拉雅山，到達印度、尼泊

爾、錫金、不丹等西藏鄰國，尋求政治庇護，包括達賴喇嘛都成為流

亡的政治難民。1960年達賴喇嘛接受當時印度政府提供北印度Himachal 

Pradesh邦的Dharamsala為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後，為了妥善處理流亡藏

人安置的問題，達賴喇嘛向印度總理Jawaharlal Nehru提出幫助藏人在印

度建立定居點的要求，以保護西藏的宗教文化傳統，維持藏人的認同與

政治社會凝聚力，防止藏人流散印度各地。於是第一個藏人定居點在南

印度Karnataka邦的Bylakuppe建立，之後共有成立52個正式流亡藏人定

居點：有35個集中在印度、尼泊爾有10個、不丹則有7個，迄今人數已

達120,000人之多。2

1 這首詩生動地描繪勾勒藏人毛衣商在印度各城市，為自己的生計走村串寨，在詩

人筆下的圖像也是西藏流亡者的象徵（傅正明 2006: 60）。

2 這個數字是流亡政府的計畫委員會辦公室（T h e  O f f i c e  o f  t h e  P l a n n i n g 

Commission）根據1998年所做的人口普查資料（Office of Planning 2004) ，當時流

亡海外的藏人約111,170人，其中印度85,000人，尼泊爾14,000人，不丹1,600人，世

界其他各地有10,570人。依人口年成長率推估到2007年總人口數是145,150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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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寒的世界屋脊到濕熱的德干高原（Deccan Plateau），從高山游

牧與農耕的生活型態，到適應印度社會農業與商業的變遷，在居住流亡

印度屆滿50年之時，流亡藏人透過集體努力找到在印度安身立命所在，

包括建立了一個自給自足的流亡經濟典範、普及的教育體系，在兩代之

內從文盲為主到高度識字率的社會、直接民選國會議員與總理而民主化

傳統的政教的體制（Bernstorff and Welck 2004: 1）。

隨著達賴喇嘛長駐印度以及流亡社會的建立，在Dharamsala的流亡

政府成為外界理解流亡藏人的主要窗口，由於流亡政府本身並沒有任何

財政能力，財政經費無法只靠流亡社區本身的稅收，而必須仰賴外國人

的捐助，不論是因為對達賴喇嘛的景仰、對難民的同情、對西藏文化的

保存、或對人權的支持而吸引，這些來自國際非政府組織、或官方援助

機構、或者私人的捐助，都要先集中到流亡政府然後再分配給指定捐助

的機構，以維持流亡政府管轄治理的權威。這些國外的援助，確實對流

亡政府的運作與藏人流亡社會的建立，扮演重要的角色，也使得流亡

藏人與捐助者之間的關係持續成為西方學者關注的焦點（DeVoe 1983; 

Subba 1990; Stobdan 1991; Frechette 2005; Prost 2006）。然而對流亡社會

經濟發展的解釋，從1960年代只能維持基本的生存條件，至今達到比印

度一般民眾較好的生活水準，3 並非依賴外援就能維持，而是藏人自身

度101,242人；尼泊爾16,313人；不丹1,883人；在其他國家定居者25,712人。http://

www.tibet.net/en/index.php?id=9，取用日期：2009年10月8日。

3 就一般而言，藏人的生活水準比鄰近村落的印度人要高，根據流亡政府1998到

2001年所作的一份調查，藏人家戶樣本的總平均年收入是66,800盧比，相當於每人

13,100盧比的年收入，這個數字若相對於身列金磚四國的印度都市而言，藏人的經

濟表現是不如印度的每人17,500盧比，但若只與印度鄉村每人平均5,000盧比的年收

入相比，則藏人的平均個人年收入就遠高於印度的表現（潘美玲 200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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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所建立起來，尤其是季節性毛衣貿易，是由近乎文盲、沒有受過多

少教育的農夫牧民，在流亡印度後胼手胝足自行開出來的生路（Norbu 

2004: 211）。 

由於毛衣貿易是季節性的生意，藏人成為貿易商人的角色，與流亡

政府所希望呈現的藏人形象背道而馳，流亡政府認為這是「買空賣空」

轉手獲利（quick money）的經濟活動，有違藏人勤勞的美德和佛教徒

對誠實信仰的戒律，加上必須離開藏人定居點到印度人所在的城市長

達數月之久，不利於流亡政府希望藏人聚居維持族群認同的策略，雖

然並未禁止，卻採取不干預、不鼓勵的政策。官方資料因此幾乎不見

藏人毛衣貿易的存在，已故的藏人社會學者Dawa Norbu就感嘆流亡政

府對毛衣貿易的忽視程度：「非正式部門的賣毛衣生意是西藏流亡經

濟的核心所在，卻從未被官方所認可或提及。」（2004: 209）於是藏

人毛衣貿易的經濟活動，眾所皆知卻一直缺乏系統性的調查紀錄和理

解，雖然在許多描述流亡藏人社會經濟的文獻中都被提及，卻只被輕

描淡寫地帶過（Avedon 1984; Bernstorff and Welck 2004; Goldstein 1975; 

Methfessel 1995），無法正確評估毛衣貿易在藏人生計扮演的角色。4 直

到2005年之後，流亡政府的經濟部才開始正視這個經濟活動（DoF 2005: 

16-17）， 並納入在2009年4月針對流亡藏人（包括印度境外）的人口調

查的項目之下，5 雖然調查結果尚未整理完成公布，但冬天賣毛衣的生

意已經在官方網站被列為流亡藏人在印度主要的生活來源，依賴這個經

4 例如有關從事該經濟活動所占人口比例的估計就眾說紛紜，根據學者de Voe的

估計只有30％在印度的藏人從事季節性的毛衣買賣事業，是家庭次要收入的來源

（2005: 1121）。

5 上一次全面性的流亡藏人人口調查是在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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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活動的人口比例高達70%。6

毛衣貿易是當前印度流亡藏人重要經濟活動的總體面貌逐漸清楚，

然而在印度擁有眾多貧窮人口且生存競爭激烈的國家，藏人的毛衣貿易

如何以流亡難民的身分創造出自足的經濟機會？尤其是當地的印度社

會，有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競爭優勢，而藏人集中在單一經濟活動的

時候，又如何解決個人利益極大化的追求，與同市場相互競爭的問題，

並避免因為商業競爭而造成族群的分裂？然而藏人不是個別的單打獨

鬥，而是成群地在印度各城市設立毛衣市場，只有四個月季節性毛衣貿

易，遠離已經安頓的定居點家園，分散在印度各地的毛衣市場所在，構

成定居點以外的流離的生命共同體。由於毛衣市場是印度流亡藏人生存

所依，為了解決營運和競爭的問題，個別市場成立協會，會員共同訂立

市場運作的規範，甚至制訂價格和進貨的策略。本文將從流亡印度藏人

毛衣市場的形成、所遭遇的問題、市場協會如何成立、運作，以及這些

規範如何發展與執行，理解流亡難民如何維繫生計與族群凝聚，並採取

從市場社會學和道德經濟的理論取向思考這些問題，透過藏人流亡到印

度從無到有所建立的毛衣貿易，也提供我們檢視在市場運作的場域時，

道德經濟如何可能的過程。

二、文獻回顧

（一）道德經濟：從農民維生倫理到市場經濟運作規範

道德經濟的觀念起源於E. P. Thomason針對18世紀英國農民，一系

列糧食暴動的事件分析，發現這些參與運動的農民並非完全迫於糧價上

6 http://www.tibet.net/en/index.php?id=9 ，取用日期：200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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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糧食出口所導致的飢餓難耐而發生搶糧運動，Thomason從諸多資

料中論證這些農民並非不耐飢餓的暴民，而是因為對於糧食暴動本身有

一套正當性的認知所產生的行為，這是一套認為社群中每個人對其他人

的經濟生活負有責任和義務的「道德經濟」觀念，在追求個人利益時，

不該侵害了別人的基本經濟生活，尤其是在物質缺乏的時候，這是窮人

的道德經濟學。這種道德共識不在於掠奪穀倉或偷盜穀物，而是群眾根

據傳統設定的「道德」價格，尤其遭逢飢荒的時候，反對市場中猛漲的

「經濟」價格，認為穀物的價格不應以利潤為考量（1971: 78, 108）。

延續Thompson的「道德經濟」概念，Scott（1976）同樣研究農民

糧食暴動與生存抗爭的事件，但焦點從市場上穀物價格的制訂，轉到農

民對於「公平價格」的價值觀（包括所付出的租稅）。這是東南亞農民

在溫飽邊緣的維生經濟處境時，求生存而非利潤成為優先的考量，個人

利益極大化計算的空間幾乎不存在，為了避免挨餓的風險，採取「安全

第一」的原則，而不採取高風險高收益的先進技術。這種維生倫理界定

了繳交給地主或被國家抽取稅金時的剩餘衡量標準，以及可忍受被剝

削的程度，從農民對地主和國家的抗爭的行動中，展現這種維生倫理的

道德經濟（1976: 3-10）。至於公平的價格，不是一套抽象的規範，而

是這些行動者，也就是農夫或工人，按照其實際處境發展出來的價值觀

（1976: 160）。

這種將傳統農民社會價值和市場經濟視為對立的範疇，呼應了Karl 

Polanyi（1971）對市場經濟的論點，Polanyi指出市場的經濟交易從臣

屬於社會關係之下的鑲嵌型態（embedded），到19世紀的自律市場發

展之後，經濟自利已經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導原則，而不再鑲嵌於社會性

的動機，勞動力和土地被市場經濟加以商品化之後，和生活中其他活動

產生分離（disembedding），如果所有的經濟活動完全受到市場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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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則支配時，人類的貪欲將使競爭毫無節制，原子式的、個人主義式的

組織型態，將取代類社會生活的整合與共同關係連帶的維繫，於是「現

代社會的原動力被雙重傾向所支配：一方面市場不斷的擴張，另一方

面是這個傾向遭到一個相反的傾向（把市場擴張侷限到一個特定方向）

的對抗。這樣一個相反的傾向對社會的保護雖然極為重要，但是卻跟

市場的自律互不相容，因而也跟市場本身互不相容。」（Polanyi 1971: 

130）。

Samuel Popkin（1979）以越南的農村社會的案例，對於道德經濟概

念提出挑戰，指出個人經濟理性而非傳統制度更能解釋農民的行為，用

以批評道德經濟的學者們誇大、甚至浪漫化傳統社群的價值，而忽略農

民對市場經濟接受的態度。雖然Popkin目的在於否定道德經濟的存在，

但其小農經濟行為的預設並未完全脫離社群的考量：「小農是一個理性

的問題解決者，既意識到個人的利益同時也顧及他人需求，得到相互都

能接受的結果」（1979: ix），小農個人經濟理性並沒有脫離其所在的社

群成為原子化的個人，問題只是在於個人利益如何定義。Scott和 Popkin

都承認小農有自己的利益，Scott容許這些利益被制度化為一組倫理規

範和價值，呈現這些利益內容受到結構條件，以及這些規範和價值所引

導的行為上。人們保護他們的利益，但不只是短期的、個人的收入極大

化。因為貧農瞭解到處境艱辛而需要合作：也就是「相互性的規範」。

就像他們相信稅制最重要的事情不在於被拿走多少，而在於留下多少的

「維生倫理」。相對而言，Popkin認定小農行為可以完全被「普遍」的

經濟理性標準，也就是個人利益極大化來理解合作，而所謂社群的利益

是來自於對權威權力的無奈配合，至於集體共識的達成，則是因為彼此

衝突和內在的緊張，所採取的折衷方式，而不是以集體的利益優先所帶

來的（1979: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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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kin的貢獻在於指出鄉民社會的內在層級關係和異質性，但主要

問題如Polanyi所指出的「唯經濟論的繆誤」，7 社會學Max Weber從不

認為所有的「利益」都只是經濟上的自我利益，而是「受到價值左右」

（[1940]1949: 76），換句話說：「在某種根本層次上能夠驅使個人採

取行動，利益是很緊密的社會現象，因為行動者企圖實現自己的利益

時，必須將他人納入考量，其實這些利益也是被社會所定義出來的。」

（Swedberg 2003: 293-294）

隨著市場經濟擴張發展，農業的社會結構產生轉變，道德經濟的概

念沒有隨之消失，反而超越前資本主義的農民研究與暴動反抗的集體行

動視野，不再將道德經濟和市場經濟視為兩個獨立的範疇，積極地被運

用到當代工業社會領域當中，思考個人的利益與社群福利的關係，如經

濟學者Powelson（2000）提出以社會正義的倫理規範，來平衡市場經濟

力量的道德經濟概念。同樣地在伊斯蘭世界面對資本主義挑戰時，如何

兼顧經濟與傳統並維持社會的整合時，也從道德經濟論述中找尋出路

（Tripp 2006）。然而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下，道德經濟會如何展現？在

前資本主義社會所發展的道德經濟的概念（如18世紀英國農夫與鄉民，

和20世紀的東南亞小農所認知）社會公平價值觀、權利和義務以及相互

性的關係。如果成為市場運作的經濟規範，形成的機制又是如何？

7 Karl Polanyi指出市場社會在人類歷史中具有特異性，只有在19世紀時的西方社

會，個人的經濟圖利取向才成為真正的社會生活主要原則，而不是如當時的經濟學

者所宣稱的是在人類歷史上的普遍現象。這種以偏概全的錯誤，Karl Polanyi稱之為

「唯經濟論的謬誤」（the economistic fallacy）（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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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場作為社會結構：「交換關係」與「生產者關
係」的道德面向

Max Weber將市場的定義是 「對價格的鬥爭」（the struggle over 

prices）：一種是買賣交換的雙方之間「對利益的鬥爭」（interest 

struggle），另一種是「競爭的鬥爭」（struggle of competition），那些

有資格參與同一次交易開始過程的各方單位，只要有競爭就有市場的存

在（Weber [1922]1978: 635）。也就是說，市場現象包含著買賣雙方的

交換關係以及賣者之間的競爭關係，這是一個社會結構，其結果就是市

場中的價格。

1. 交換關係
在面對新古典經濟理論帝國主義所發展的新經濟社會學的論述中，

大多就市場的交換關係也就是買賣雙方的利益鬥爭著手。新古典經濟學

的市場經濟原則有兩個部分，第一，個別的行動者是理性計算的「經濟

人」，因為物質資源的稀少，因此預設自利與效用極大化，圖利是經濟

活動的主要考慮。第二，由達到最大金錢利益的前提出發，個體間所進

行的交換行為，形成市場經濟，藉由供需平衡的法則決定價格。

針對由供需的自律市場法則決定交易的價格，Karl Polanyi從經濟

史的角度指出，這不是人類社會的常態現象，在許多前資本主義的社會

中，價格決定的原則有許多不同的原則，有的由行政決定，也有如道德

經濟學所強調以社群的利益而非個人的利潤所調節的價格，供給和需要

在這種情況下，就只是一個邊際性的角色（Polanyi 1971）。至於交換市

場的價格，經濟社會學家提出鑲嵌的網絡關係（Granovetter 1985），以

及行動者在市場相關位置的結構所決定（Burt 1983; Baker 1984），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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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經濟行為獨立於社會關係與社會結構之外的觀點。

近年來隨著市場社會學領域的興起，除了承續經濟社會學對古典經

濟學預設批判的傳統外，更進一步以道德觀點解釋市場的運作，並提供

道德化市場的實證案例。首先，市場作為一個社會結構，由參與市場

的廠商、行動者、消費者、和政府之間的社會關係所形塑，即使研究

市場的社會學者各持理論觀點，這是已經達到共同接受的基本共識，

並以此凸顯社會學與經濟學對市場運作的基本差異所在（Fligstein and 

Dauter 2007: 109-110）。其次，即使是在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的社會結構

下運作，穩定的秩序形成的過程，需要產生共同遵守的規範，其來源可

以分別或同時來自政府對廠商行為的限制、或對合理價格、薪資水準的

認定等，從而構成了市場參與者必須遵守的道德規約（moral project）

（Fourcade, Marion, and Healy 2007: 299-304）。

於是隨著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的發展，圖利與供需法則的價格制訂沒

有全面實現的同時，市場的道德面向也沒有隨之式微：以交換關係為

例，由於有些消費者重視勞工人權，對雇用童工或壓榨工人的血汗工廠

進行抵制；或者基於對環境保護或公平交易的原則，選擇特定的環境友

善的品牌或廠商購買，即使因為生產成本較高，需要付出更高的價錢購

買產品，這些消費者所額外付出的價格，不是擴大個人最大利益為出發

點，而是認知他人生存或生計的理念而有的經濟行動（Stehr, Henning 

and Weiler 2006: 6-7），因此這些經濟行動不是古典經濟學模式的利益

極大化之經濟理性算計，而是人權、公義或永續的價值理念指引下的利

他關懷。

2. 生產者關係
至於生產者關係主要面對的是「競爭的鬥爭」的問題，解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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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為合作、合併和產品差異化等三種策略，其中產品差異化是廠商面

對競爭最主要的手段（Fligstein and Dauter 2007: 115）。Harrison White

從產品市場（production market）的行動者出發，指出市場是一群實際

存在的集團生產者彼此間相互監看而形成的。生產者在監看中彼此看到

鏡中的自己，這個相互所看到的不是他們的買者，而是回應買者壓力的

生產者本身（1981: 543），對產品價格的訂定決定廠商自己在市場的

定位，廠商透過差異化的策略找到各自在市場的利基，解決競爭的問

題，甚至創造出新市場，發展多元的產品，也有助於廠商分攤市場風險

（White 2002）。值得注意的是，差異化的策略不見得都建立在純粹經

濟理性與利潤極大化的考量，以臺灣的中小企業協力網絡的運作為例，

網絡建構的過程與小頭家衍生的機制在資源上經常重疊，故採取產品差

異化避開商業競爭的緊張，以維持原有的社會關係（柯志明 1993）。類

似的差異化機制，也出現在臺灣家族企業所採取的「聯合投資、分別經

營」，使家族成員經營產品多樣化與分散化（Greenhalgh 1988），這種

策略不利於企業規模擴大與成長的累積，但有助於對家庭與事業的和平

與長久。

相對於利用差異化迴避競爭策略，有些廠商會透過合作結盟或合併

的方式，增加集體在市場上資源，尋求擁有支配層級的權力掌握市場的

主導權，使得其他廠商無力挑戰，但廠商如何合作，整合到什麼程度，

某種程度都可能受到政府或法令的規範，無法毫無限制地進行到壟斷的

結果（Fligstein and Dauter 2007: 116）。除了政府的制度因素之外，經

濟社會學家關心市場中行動者如何形成合作或結盟的團體，Granovetter

以企業集團為例，指出為了維持團體的運作，團體成員必須成為道德社

群，成員之間的道德觀念（如相互信任的行為，對規範標準的理解，

和放棄機會主義），對於團體維持運作極度重要。但在這種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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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行動歸因於行動者共享的規範信仰時，也同時和行動者的自利是

一致的。這種經濟利益和道德理念重疊而非互斥時，道德經濟的概念有

其測量上的困難性，我們很難從中分辨出哪一個是有效成因的差異。但

Granovetter強調存在著道德經濟時確實會有所不同：「當行動者遵守的

行為，無法僅由經濟和物質誘因所預測，而事實上他們共享對於經濟事

務正當行為的共同信念。這就表現了對於這個概念價值的強大證據，並

將有助於我們看到道德經濟主要顯著性之所在。」（1994: 466-468）

當成為團體一員，尤其是使用共同的資源（ t h e  p o o l i n g  o f 

resources），並構成團體歸屬的連帶，形成休戚與共的團體，進而得承

擔共同的道德義務時，資源的享用與義務的承擔，劃分了團體的成員與

非成員的界線。例如有些族裔經濟案例，以封閉式的互助網絡克服少數

族裔不利的處境，或如亞裔族群利用標會集資，在缺乏正式資金借貸管

道的處境下，協助族人得以籌募創業資金（Beckert 2006: 109-115）。團

體的整合或福祉成為共同目標時，個人的自利就附屬在團體的運作，這

是以合作或結盟方式面對「競爭的鬥爭」的問題時，行動者必須根據共

享規範行動的道德經濟。

印度流亡藏人的毛衣貿易，符合某族群或移民團體集中並擁有單一

產業的族群經濟定義（Light and Gold 2000: 9），有關族群經濟的文獻，

主要探討這些族群如何運用或創造族群資源解決族群創業所需要創業資

金、和動員同族群勞動力，而超越其少數族群的處境，找到在所處主流

社會生存的利基，雖然有各種族群經濟的型態，學者們基本上同意族群

內的信任所產生的社會資本，有助於他們轉換成經濟資本。但不是所有

的族群經濟都處於市場競爭的結構位置，即使有的話，也不保證以同族

群間的信任就能有效解決，例如美國的東印地安人就因為相互模仿，向

批發商進同樣的貨，生意地點又集中在一起，結果產生割喉式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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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處理競爭的共識導致失敗的例子（Raval 1983）。族群經濟的分析

取向強調，即使內部出現衝突或剝削的現象，都可以在族群團結的基礎

上得到調解，或者帶入權力的面向處理（Light and Gold 2000: 128），

但較少注意經濟社群運作規範形成的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族群經濟的族群網絡與互助也可以符合道德經濟的

範疇，但這兩種取向幾乎很少進行直接對話。族群經濟關注的是族群企

業的創業和經營，本文則是從毛衣商聚集的市場為論述場域。雖然現有

族群經濟的分析工具，如族群資源、社會資本、網絡和信任等概念，也

可以在藏人的毛衣貿易中找到印證，但本文希望在族群經濟的層次上，

更進一步地從藏人毛衣貿易所具有的市場結構特質，個人利益和社群福

祉之間協調過程，以及當中藏人集體社群文化的特色，透過道德經濟和

市場社會學的角度，帶入更多思考的面向，豐富相關研究理論內涵。

三、 研究方法：走過印度找尋藏人毛衣市場與毛
衣商

流亡藏人是一個難民團體，族群凝聚是重要的生存依據。而他們賴

以維生的毛衣貿易之所在，散布在印度各大城市，地理上實際存在的商

品交換的毛衣市場，包含著數十到上百個攤位販售毛衣或織品等同類商

品，這些毛衣市場存在交換關係的利益鬥爭以及生產者關係的競爭鬥

爭。而藏人高比例的人口集中在單一經濟活動的時候，又如何解決個人

利益極大化的追求與同市場相互競爭的問題，並避免因為商業競爭而造

成族群的分裂？本文試圖透過印度流亡藏人的毛衣貿易，以流亡難民的

身分創造出自足的經濟機會的實際案例，呈現在以市場運作的場域時道

德經濟如何可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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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答這個問題，無法從單一市場個案研究或某定居點的毛衣商

調查就能完成，理由如下：（1）缺乏基本的總體資料，無法辨識出個

案的代表性；（2）同樣地，藏人散居不同的定居點以及印度各大城市

的毛衣市場各有型態和特色，理解各類型的個案才能分辨之間的異同。

但也因為這兩個理由，只有在每次訪問和田野中進行資料累積，有如拼

圖般地繪製出整個流亡藏人毛衣貿易的整體樣貌。

（一）不同經濟型態的定居點（見附錄1）

針對流亡社會經濟研究，本文作者從2004年底開始從流亡藏人聚居

最集中的南印度四個農業定居點進行調查，8 內容包括個人與家戶從事

毛衣貿易的歷史、毛衣市場與協會的資料，以及個人對毛衣貿易的經驗

與看法等。也針對其他經濟類型的定居點，如政治中心的Dharamsala，

以及北印度Shimila、Manali、Ladakh等依靠夏季觀光業的藏人定居點進

行實地田野調查，探究定居點的不同經濟形態，影響藏人家戶收入依賴

毛衣產業程度的差異。

（二）確定毛衣市場所在與實地拜訪毛衣市場（見附錄2）

以2004年在南印度問卷調查，勾勒藏人毛衣貿易的地理分布與運作

的輪廓，並在後續研究過程中持續補充，建立毛衣市場基本的分布資

料。據此毛衣市場地圖，以地區特色和市場規模進行調查，如印度主要

8 這四個定居點都在Kanartaka邦，包括Bylakuppe的Lugsung Samdupling （Old 

camp），和Dickey Larsoe（New camp），Hunsur的Rabgayling，以及Kollegal的

Dhonden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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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城市Kolkata、Bangalore、New Delhi、Hyderabad；觀光或宗教勝地

如Otty、Vanarasi、Bodhygaya、Leh（Ladakh）、Allhabad；也按經營規

模與型態不同類型拜訪Jaipur、Asansoal、Dhahbad、Mysore等地。以期

能夠掌握不同市場地點、在地環境與規模大小，從而呈現的變異以及共

同之處。

在訪談過程中，除了蒐集該市場的基本特徵之外，研究者會以訪談

其他市場的經驗和當地受訪者進行比較，也會請受訪者以和其他市場比

較的方式呈現出當地市場的特色，在此過程中其他具有特色而「最好要

去看看」的地點就會出現，列入下一次拜訪計畫當中，並開始尋求可能

協助的助理人選，規劃接下來的拜訪行程。

（三）進行訪談

訪談的時間從2005年開始持續至今五年的時間，定居點的調查時間

集中在暑假，但儘量在8月雨季來臨之前完成，而季節性的毛衣市場就

只能利用10到12月的期間進行，每個地方行程約七到十天。由於本研究

地點分布印度各地，每次拜訪的時間有限，無法長期蹲點建立關係，因

應之道是帶著臺灣達賴喇嘛基金會辦公室的介紹信，說明研究者的身分

與研究目的，協助研究者得到在地的支持和受訪者的信任。

拜訪定居點時，首先拜訪由流亡政府派駐定居點的代表，說明來意

並請求協助，同時透過代表瞭解定居點的經濟概況，以及毛衣業的重要

性等議題。拜訪毛衣市場時，先拜會協會的會長或幹部，一方面蒐集協

會的資料，一方面請他們協助介紹個別毛衣商受訪，訪談取樣儘量就來

自不同定居點、性別、世代、資深或新進成員等為依據。從不同類型的

毛衣商的訪談，理解各種條件的差異，也請個別毛衣商在不同毛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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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進行比較，並提供各類資訊比對與解釋的根據。

至於訪談地點視情況而定，較有規模的市場，可以在協會的辦公

室（如Delhi、Jaiupr、Otty等地），有的在市場旁邊或直接在攤位上進

行，少數在毛衣商的住所進行，每件訪談經由藏人助理協助翻譯，將藏

文翻譯成英文或中文（視助理擅長的第二語言），或直接以英文進行訪

談，9 儘量每次訪談進行錄音和事後逐字稿的紀錄，也利用相機作影像

紀錄。隨行的藏人助理除了擔任翻譯協助聯絡行政事項之外，也扮演觀

察者的角度，進行研究中的回饋與反思。

四、「西藏難民市場」（Tibetan Refugee 
Market）：流離的生命共同體

（一）從製造到販賣的歷史

藏人開始販賣毛衣的時間早在1960年代政治難民參與築路的時期，

當時藏人用自己帶過來的毛線編織西藏傳統花色的毛衣，原是給自己或

家人禦寒，不是用來出售營利的商品，但是毛衣樣式引起印度人注意而

要求購買，和當時築路苦力的微薄工資相比，毛衣的獲利甚豐，因此西

藏人就開始賣起「西藏毛衣」（Tibetan Sweater）補貼家用，但印度和

西藏的氣候不同，純正的羊毛織品並不適合，加上手工編織的毛衣產

量有限，藏人於是開始到印度北方Punjab邦的Ludhiana印度人開設的工

廠，批發人造纖維機器製造的毛衣：

在西藏的時候，冬天比較長，賣毛製品的時間很長，比較沒有

9 通常定居點的代表和在印度受過教育的毛衣商都可以直接用英文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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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問題，到印度之後才知道販賣不如在西藏，夏天的時間變

長變多，開始販賣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攤位剩下的商品會腐爛，

等到下一年時，才發現商品都必須要丟棄，所以賣那些毛製品

不划算，如果是販賣機器製的毛衣，保存期限比較長，今年沒

有賣出去，明年可以繼續賣，放十年都沒有問題，毛衣不用丟

棄，自己存放，自己洗淨就可以了，都可以賣出去，所以賣毛

衣比較有利。10

在1960年代末期賣毛衣的收入平均一人可達5,000盧比，比修路的工

資高出七倍之多，於是更多藏人投入這項事業，據說當時近四分之一的

印度流亡藏人賴此維生（Avedon 1984[1991]: 97）。毛衣商到Ludhiana

批貨的時間大約是每年7月下旬，然後將貨運到販售地點所租的倉庫存

放，真正賣毛衣的時間是在冬季，從10月初到1月底，最晚一定會在西

藏新年（Losar）之前回到定居點，總共約四月的時間。

在2004年針對南部四個定居點的研究訪談中，遇到最早是在1966年

從事毛衣生意的藏人，11 最晚的是2003年，1980年代是進入的高峰期，

在112位受訪者當中有49位是在這個時期開始賣毛衣的。可見毛衣貿易

從開始迄今不是一個過渡性的事業，繼續都還有藏人加入，其中大多是

第二代接續上一代的事業，多數的藏人在此行業都有10年以上甚至到30

年的經驗。毛衣貿易對藏人生計的重要性，根據我們的調查發現毛衣收

入佔該家戶的全年收入比例，只有15%的家戶低於50%，有85%家戶的

主要收入來自於季節性的毛衣貿易，其中更有17%的家戶毛衣貿易收入

10 2004/7/8藏人毛衣商集體訪談，地點：Bangalore，於C. C. Hotel。

11 當研究者在北印度的毛衣市場訪談時，找到Varanasi的毛衣市場是1965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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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唯一的家戶收入。

南部的藏人分配到耕地參與農耕的比例較高，所以我們在南部定

居點調查到以毛衣貿易為唯一收入者比例不到20%，但在印度北部和

東北部的非農業定居點，若該地沒有其他就業機會或手工業發展，藏

人依靠毛衣貿易收入的比重，勢必要比南部的藏人更高。以在北印度

的Himachal Pradesh邦的Shimla為例，位居海拔2,000多公尺印度的避暑

勝地，是英國統治印度時的夏都所在，整個藏人聚居社區一共有300多

戶，在有名的觀光景點The Mall附近的市場由43個家戶擁有76個攤位，

販賣各類衣物、皮包等用品，藉著觀光客的人潮賺取收入，但到冬季冰

封就沒有遊客和收入來源。夏天擁有店面者只佔整個藏人社區家戶的一

成多，其中只有16個家庭不必冬天出外賣毛衣，該定居點九成以上的家

庭因為沒有其他收入，冬天出外賣毛衣成為唯一的選擇。12

總之，南部農業收入只能看天吃飯，北部定居點要依靠觀光維生卻

是僧多粥少，冬天出去賣毛衣提供了一個「總比甚麼都沒有」的機會：

對於那些來自南印度的人而言，有投入農業活動的經驗，但經

常遇到雨水不足，氣候不佳的情況，沒有人能夠控制天氣，靠

天吃飯的收穫很不穩定，農業的收入就不足以糊口。如果這些

人（註：北方定居點）在家呆坐，就不會有收入。至少他在這

裡還會有錢進來，有總比沒有好，至少你還能有些許收入，不

管生意是好是壞，⋯⋯像那位來自Dahradun的人，如果他不來

這裡，就只能留在家裡，一整年無所事事。13

12 根據作者2009年6月23日在Shimla的實地調查，以及Shimla定居點代表Ngawang 

Yonten的訪談。

13 2005/8/3毛衣商集體訪談地點：Sukh-Lai Market, Pitam Pura, Delhi 110-034 Tibetan 

shopping complex。



流離的道德經濟：流亡印度的藏人毛衣市場與協會　21

（二）藏人販售毛衣的市場

毛衣販售的地點散居在印度大部分的省分與城市，幾乎遍及印度全

國各地，有的距離藏人所在的定居點將近數百公里之遙，需要數日車程

才能到達。流亡政府的財政部有68個毛衣市場協會的資料（DoF 2005: 

16），但根據作者實地到藏人社區田野調查與發放問卷所蒐集到的地點

則增加到105個。14 但實際的數目絕不止於此，藏人為了增加銷售量或

消耗庫存，即使在大城鎮的市場有攤位，有些家戶成員會分散到附近大

城市邊緣的鄉鎮集市擺攤，成為在大城市毛衣市場的衛星市集，根據研

究者2006年11月在West Bengal邦的調查，當地第二大城Asansol已經有一

個具規模的藏人毛衣市場外，因為場地有限，一個家戶只有分到一個攤

位，其他的家戶成員就附近方圓百里之內共有12個衛星市集賣毛衣，但

生活住宿以Asansol大家共同承租的所在為基地，據此推論藏人在印度各

城市鄉鎮，販售毛衣的市場和市集超過100個，算是很保守的估計。

這些市場的規模大小不一，有些市場聚集到200個以上毛衣攤位，

有些不到10個，形式也不同，例如在Mumbai城市的街道邊是經常受

到警察驅離的流動攤販；在Bangalore火車站旁是露天的固定攤位；在

Rajasthan邦的Jaipur則擁有250個攤位，是具有規模組織的市場；在New 

Delhi和Otty則有固定店面。但這些毛衣市場的地點都不是事先縝密評估

規劃而來，而是機遇嘗試的結果，只要有作生意的機會就是可以設立市

場的地點：

14 北方的各邦除了Ludhiana所在的Punjab邦、南部除了Kerala邦、東北部除了

Meghalaya和Sikkim之外，在印度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觀光地區及行人商旅來往之

處，一進入冬季都是藏人毛衣商的販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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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們有13個家庭一起開始這裡的生意，之後開始增加，現

在共有42個家庭在這裡。我們來到Allahabad並沒有任何特定

的理由。藏人到處找地方賣毛衣，我們不知道這些地點是否會

帶來好生意，我們只是來到這裡開始作生意，如果這個地點不

好，也無所謂，因為我們就是得找地方作生意。剛開始大家都

對這個地方不熟悉，漸漸地彼此認識並成立了一個有42個家庭

的社會。15

藏人聚集賣毛衣的地方被印度人稱為Tibetan Market，16 根據研究者

走訪各地毛衣市場的觀察，市場名稱以強調難民身分的Tibetan Refugee 

Market為多，或再加上西藏家鄉首都拉薩命名為Lhasa Market，或達

賴喇嘛在拉薩的住所也是西藏政治中心的布達拉宮所在為名，例如在

Asansol市場全名是Tibetan Refugee Potala Market，主要標題文字都用英

文，有些會加上印度文，以族群與難民身分的特色招攬生意。

毛衣市場於是成為藏人在印度各地的族裔地景，例如有西藏的五

色風馬旗、八吉祥裝飾等傳統的圖樣，希望婦女儘量穿著傳統藏式服

裝（chupa），顯示西藏人的族群特色。每一件毛衣的標籤上面，除了

貨物型號和價格的標示在背面之外，正面印有該毛衣市場的名稱地點，

背景襯上西藏國旗或西藏地圖，並加上“Save Tibet for World Peace”或 

“Free Tibet”等英文，雖然所販賣的毛衣或商品不是藏人所製造的，但

Ludhiana的印度製造商會在披肩標籤印製“100% Pure Tibet Shawls”以利

藏人銷售。藏人的毛衣市場創造出具有族群特色的整體氛圍，如果是固

15 2009/1/18 Allahabad協會幹部集體訪談，檔案編號09018000。

16 參見The Hindu的2002年11月14日的報導。http://www.thehindu.com/thehindu/

mp/2002/11/14/stories/2002111400010300.htm，取用日期：2008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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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式的店面，就會供奉達賴喇嘛的照片。雖然類似的毛衣也可以在印度

人的店面買到，但藏人強調所挑選的毛衣在樣式、質料、花色的品質較

佳，西藏佛教文化的特色，讓印度人相信藏人作生意比較老實，難民的

身分更增加了同情的成分。

由於是難民的身分，藏人無法在印度合法擁有土地，即使流亡在印

度半世紀以來，藏人在印度的定居點都是以長期租借的方式取得，毛衣

市場所在地，靠近都市、集市、觀光地區或交通往來之處，需要向當地

的政府單位透過「請求」得到許可或支付租金所「租借」而來的。藏人

也不可能去搶印度人原有作生意的地盤，只能利用路邊或角落，甚至開

發連印度人都不會用來作生意的地點，例如衛生條件不佳的髒亂廢棄

地，但藏人為了生計別無選擇，集體合力在印度各地尋找或闢建「新生

地」作為毛衣市場。這些辛苦建立的營生之地，能夠使用的期限，則因

各地不同的政治或在地人競爭的因素，而有不同的類型與命運。17

我們是在1973年來Allahabad作生意，過去換過許多不同的地

點，才在2006年搬到現址，有時候我們租到這塊地、有時候租

到那塊地，所有的地點都無法永久取到。18 

我們才剛拿到明年的許可，但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一旦市政府

要使用這塊地，我們就得立刻打包走人。19

17 包括付出高額的租金或其他「必要」的方式。

18 2009/1/18 集體訪談協會幹部，Tibetan Refugee Lhasa Market，地點：Allahabad毛

衣市場，檔案編號 090118_01。

19 2009/1/16 集體訪談協會幹部Tibetan Refugee Market Association, Lhasa Market，地

點：Varanasi毛衣市場，訪談檔案0901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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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土地設立市場是藏人毛衣貿易進行起始點，沒有市場就沒有毛

衣貿易，許多藏人就會失去現金來源，甚至唯一的收入機會，但由於土

地使用的租約通常需要每年更新，印度人又虎視眈眈的進逼競爭，出現

各種挑戰的變數，時時提示著藏人寄人籬下的難民身分。即使毛衣商不

見得會只留在同個市場，生意不好或個人因素而轉換地點的情況並非特

例，但不管到哪個市場，還是面臨同樣的土地租用和印度人競爭的問

題，維持這塊大家胼手胝足建立的營生之地，毛衣市場的建立和維持需

要集體行動，於是構成藏人內聚團結條件。

（三）流離的第二家園

成立一個市場通常都從小團體發起，幾個已經認識的家庭，或是到

Ludhiana批貨的時候尋找同伴開發新地點，一旦建立市場作生意，尤其

是好生意的時候，就會吸引更多藏人過來。藏人選擇毛衣販售的地點，

大多是透過親戚或朋友得知資訊或介紹進入的，因此個人關係網絡的連

帶決定了個別毛衣商選擇生意的地點，而不是距離的遠近與市場周邊環

境的好壞，同一處販售地點聚集來自於各藏人定居點或村落的毛衣商，

除了很小規模的毛衣攤位聚集才可能來自單一定居點之外，幾乎沒有來

自單一定居點的現象發生，至少都包含四個以上的定居點。相對而言，

同個定居點的毛衣商不一定會到同個毛衣市場，販售的地點不是地緣性

的關係所決定的。現在藉助發達的科技與傳播媒體散布訊息，新成立市

場的毛衣商來源會更分散。

在我們的定居點消息傳得很快，⋯⋯像是有人要開始一個新的

市場要找人加入的時候，有手機、報紙、也包括藏文報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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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播這樣的消息，這些訊息還包括要準備多少錢，要加入的人

就可以順利開店。20

毛衣市場因此是一個全印度各定居點流亡藏人的小集合。每年從10

月下旬，流亡藏人從各個定居點帶著家人，大部分是夫妻、父母、與子

女（就學中的子女除外）同行。從已經安頓的家園再次離家旅行數十到

數百公里之遙，來到毛衣市場直到次年的1月底到2月初（視當年的氣候

與生意好壞而定），將近四個月的期間與同一市場的藏人共同租屋作生

意過生活，成為一個流離的生命共同體。有些市場所在地，如果是整

年的生意如New Delhi，或者如Bangalore的毛衣商為了佔住攤位而延長

居留時間，則一起生活的時間更長，在Tamil Nadu邦Otty地方的藏人社

區，因為觀光勝地為毛衣市場帶來穩定的生意，而漸漸形成新的定居

點。

在販售毛衣的季節，工作的時間很長，一天工作的時間從擺攤到收

拾完畢高達10小時以上，21 唯一的假日是12月10日，為了慶祝達賴喇嘛

主張非暴力路線爭取西藏自由在1989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而來的。每年

的這一天，所有藏人毛衣市場都休市，並舉行慶祝活動，藏人特地著傳

統服飾，邀請印度當地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發表演說，這種節慶活動安

排對內強化共同體的連結，對外則是向印度人民和政要呈現藏人宗教信

仰與政治理念，與印度國父甘地所崇尚的非暴力路線一致的價值觀。來

自各定居點的藏人，不論是個人的機遇或是社會網絡的連結，在印度某

20 2009/1/16 集體訪談協會幹部Tibetan Refugee Market Association, Lhasa Market，地

點：Varanasi毛衣市場，訪談檔案090116000。

21 根據我們在南印度的調查平均的工作時數是13.7小時，104個有效樣本中，只有一

個個案的工作時數少於10小時，而最高的工作時數是1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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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城市的毛衣市場共營生計，慶祝共同的節日，此時除了自己的家人之

外就是這些朝夕相處的族人。

從1959年起藏人離開西藏與家人離散流亡到印度，並被安置在各個

定居點，甚至第二代或第三代已經在印度出生，50年來安頓定居也算是

流亡後的新家園，然而為了生計而必須離開現有的家園到另一個印度城

市生活，季節性的遷移如果持續數年甚至10年以上在同個都市，有些毛

衣商也將這裡當作在印度的第二個家園所在，這是歷經流亡之後的再度

流離。然而這個流離的第二家園和原來的藏人定居點會有所差別嗎？年

輕的第二代毛衣商Tenzin指出在族群層次並不會有差別，既然都是藏人

聚居的社區，不論到哪裡都是一樣的：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不同的社區，我們都是西藏人，我們雖然來

自不同地點，但我們都是一樣的，不論是來自東西南北，我們

都是一起的，都一樣的。22

Tenzin的回應彰顯族群團結特色，這是藏人希望呈現出來的形象。

從整個毛衣市場的永續經營，大家必須相互扶持以利共生，形式上確實

和一般定居點的社區類似。但最大的差異來自於這是一個因為毛衣貿易

所構成的市場所在，同是銷售者關係的情境當中，處在生意競爭者的結

構，又要共同生活的時候，彼此之間的關係和互動就相當微妙。曾經在

1996年間還是大學生的Ngawang，利用一個月假期幫母親到Hyderabad賣

毛衣，由於是完全沒有經驗的新手，深切感受到毛衣商之間的競爭，而

有一段不愉快的經驗：

22 2009/1/18 第二代毛衣商Tensin訪談紀錄，地點：Allahabad的毛衣市場，檔案 

0901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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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實在是非常非常地辛苦。我感受到很多嫉妒，即使同住在

一個屋簷下，大家不會自在地談論生意的情況，他們不會和我

們分享經驗，因為那是他們的生意（竅門），如果他們和別人

分享就可能會遭受損失，⋯⋯例如當我們批發毛衣的時候，會

找朋友或來自同定居點的人一起過去，雖然因為我是新手，他

們說我會幫忙你，但他們卻帶我到那些比較差的店家，他們陪

我過去並建議我買這個買那個。可是他們會自己跑到別家買又

新又好的貨色。等我們回到Hyderabad，當我看到別人攤位所

陳列出來的毛衣時，我才發現我批的貨色實在是不怎麼樣⋯⋯

當然人們終究會從經驗當中學習，這是我當毛衣商的第一次經

驗但卻是不好的經驗。23

Ngawang先生由於考上流亡政府的公職並沒有成為毛衣商。因為研

究者的異族群外人身分，加上流亡藏人希望對外呈現的團結形象，在田

野中經常接觸到族群關係和諧的部分。而Ngawang的經驗顯示藏人之間

不是沒有個體性或市場經濟理性，提醒我們不要過於同質化或浪漫化藏

人在毛衣市場的關係。24 此外，不彼此分享生意策略，也某種程度展現

了毛衣市場當中高度重疊的生活關係之下，以及下節將會詳述的各種利

益平均化的市場規範下，彼此間作生意能力的差異，就只剩下挑選毛衣

貨色的眼光了。每位毛衣商都希望生意興隆獲取利潤，毛衣市場的運作

如果沒有大家相互合作也無法實現，加上必須共同解決的問題，而有了

23 2009/6/23訪談個案Ngawang Yonten, Shimla 定居點的代表。

24 流亡藏人在政治上對外表現出族群的團結一致，若直接轉換到經濟面向的表現，

則忽略了不同社會制度的差異，以及藏人社會與其他社會，也同樣具有利益衝突和

彼此計較的層面，更何況對於西藏的未來，藏人也存在著不同的政治路線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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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流離第二家園的另一個特色：協會。

四、毛衣市場的協會（Tibetan Refugee Sweater 
Selling Associations）

（一）解決空間和競爭問題的民主組織

早期藏人從事毛衣貿易並非很組織化的行動，自己尋找地點，季節

性地在路邊或空地擺攤，當聚集越來越多的毛衣商，才會面臨販賣空間

不足以及競爭的問題，於是開始成立協會，透過集體參與產生共識建立

規範，共同解決問題。

在我們對毛衣市場協會幹部的訪談中，當問到協會何時成立以及

為何成立的問題時，所得到的原因都重複出現「因為出現了嚴重的問

題」。首先，取得市場土地許可需要派出代表作為對外的溝通窗口：例

如1971年成立的Asansol的毛衣協會，主要目的是建立負責人的機制取得

賣毛衣場地的許可；Varanasi毛衣協會1972年成立的例子更詳細的說明

協會協助場地的共同需求，尤其在1960到1970年代早期藏人語言不通的

情況下發揮作用：

這會比較容易取得土地的許可，雖然沒有人願意，但總得有人

擔負這個任務，這就是我們成立協會的原因。25

當我們遇到問題，必須在一起共同解決，所以就成立一個協

會，⋯⋯這是成立協會的主要理由，過去在1960和70年代所遇

25 2006/11/09 毛衣市場協會幹部集體訪談，地點：Asansol毛衣市場，檔案編號

061109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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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問題是我們都不會講印度話（Hindi），大家只會合掌不斷

地說「達賴喇嘛」，這是當時所遇到的問題，將大家找在一起

就有辦法解決任何問題，所以成立了協會。26

另一個需要成立協會的原因，需要解決內部因個人追求利潤極大

化，而危害到整體利益的問題，曾經是Jalgaon市場創始者的Tsering回憶

在1980年初期的毛衣買賣，按照資本主義市場自由競爭邏輯進行，漸漸

形成個人壟斷的事業，但在有限的市場範圍下，卻壓縮其他藏人營生的

機會，內部產生衝突分裂，於是 Tsering率先放棄個人壟斷的利益，和大

家共同造就集體分享的經營環境：

一開始時，我們各自分散，租店面或攤位賣毛衣，但後來面臨

搶店面的情況，當時我的生意比較好，賺越多錢就可以擁有更

多店面，我總共擁有20個店面。有好的地點就是好的店面。毛

衣商會一起來到這裡販賣，希望能夠有好生意，有些毛衣商有

比較多的店面，有些毛衣商就只有1個店面，更有些毛衣商還

在等待店面，所以我們必須要有販賣地點。⋯⋯我因此提議大

家一起來租，才組織起來。但是我要讓其他人瞭解這裡有嚴

重的問題，我帶頭將自己的店面毀掉重新配置，雖然有人異

議，但當我毀掉所有東西之後，大家都會團結在一起。⋯⋯在

Jalgaon將大家聚集在一起，成立一個協會，租借店面給每一個

毛衣商，制定規則作攤位分配每個毛衣商，我是當時的會長，

26 2009/1/16 集體訪談協會幹部Tibetan Refugee Market Association, Lhasa Market，地

點：Varanasi毛衣市場，訪談檔案0901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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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立下所有的規則。27 

在我們2004年南印度四個定居點的毛衣商調查發現，在112位受訪

者當中，共有94位加入協會，顯示各毛衣市場成立協會的普及性高達

84%。至於沒有加入協會的部分，與市場家戶數作交叉分析，發現都集

中在由2到14個家戶組成的市場，因規模較小相互溝通容易作成決策，

不需要正式協會選舉幹部建立規章的形式就能夠解決問題。28

毛衣商成立協會相互推選幹部組成核心決策小組，主要成員分別擔

任會長、副會長、秘書、會計和出納共五位，最精簡者至少三位分別是

會長、秘書和會計。不同的毛衣市場對會長的任期有不同的規定，在毛

衣季節要開始之前，這些幹部就會先行到市場所在地打點張羅，包括營

業地點的確立、市場攤位的搭建或共同貨物存放的地點等公共事務：

有些協會的會長是不能連選連任的，有的要隔一、兩年才能再

被選為會長，有些地方則沒有這個規定，可以一直連任會長

任，所以不同的地方作法不一樣，就看他們所訂的規則。有些

地方規定會長不能連續擔任一或二或三屆，或至少要間隔兩年

以上才能再度當選。當被選上會長就得東奔西跑地完成各種任

務，像是取得印度官方的許可證或任何事情，有時候甚至要忙

到三更半夜。29

27 2004/7/3 毛衣商訪談，地點：Bylakuppe定居點，檔案編號040703_03。

28 2008/1/10毛衣商集體訪談，地點：毛衣商所租位於Secundrabad的住家，檔案編

號：080110_02。

29 2008/1/8 報導人Damdul 根據他對藏人毛衣商觀察，訪談地點：Hyderabad，檔案

編號080108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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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的功能與運作隨著市場的規模與成員增加，在組織化程度、規

章制度化和決策程序上往正式化發展，在Jaipur的毛衣協會訂立了正式

的共同規章，明確規範幹部與會員的權利義務，力行民主程序與集體決

策，是目前最有制度的協會。協會規章的前言清楚說明協會成立的目

的，以及訂定規章的需求如下：

Jaipur 毛衣協會 章程和規則

序言

自從這個協會成立以來，許多資深、受過教育和先前選出的協

會成員強烈感受到協會章程和規則需求，因此為了要處理許多

過去和當前的毛衣商所面臨問題，所有協會成員進行仔細的討

論。

制訂這份章程與規章，是依據西藏人民奉行尊者達賴喇嘛對其

子民日常的教導和指引為首要準繩，並按照藏人流亡政府的憲

章，經過所有會員的討論，已經達到以公平和誠實（fairness 

and honesty）指導協會運作的目的。

Jaipur西藏毛衣商章程與規章委員會  1999年，1月16日30

值得注意的是該協會的規章 「第三章：特徵─本章程和規章是

根據西藏流亡藏人憲章的第七章第71條所制訂的」所引用西藏流亡政府

的條文是「西藏流亡藏人憲章」的「第七章藏人定居點組織」的「第71

條流亡藏人定居點的組成」，31 應該等同於「自謀生計者定居點」的性

30 “Jaipur Sweater Sellers Association, Rule and Regulation”是研究者在2006年6月於該

毛衣市場從事田野過程中取得，所有引文皆根據原書寫之藏文翻譯的英文內容。

31 流亡藏人定居點的組成分別為：農業戶定居點、工業戶定居點和工業合作社、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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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雖然毛衣市場隨著季節性而運作，這種由毛衣商人自發性的組織結

社，每位成員都有同等的權利義務，幹部提供服務，重要決策按照程序

都要經過會員大會同意，具備現代組織以職業身分為原則的自願結社特

色。不論過去出身如何富有高貴，現在都是難民，賣毛衣維生，超越過

去西藏社會由地域、宗族或教派所構成的傳統社會層級組織形式。

（二）實踐公平和誠實規範的道德經濟實作

協會的會員必須共同分攤協會的費用，並遵守協會的相關規定，例

如開市的時間、營業的時間、以及店面的承租與分配。當個別會員有急

難發生時，也是協會出面共同捐款或提供協助。協會成立的重要任務是

維持毛衣市場的運作，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援引佛教教義強調的「誠實

無欺」，32 集體發展出分配資源的原則以及處理競爭的價格機制，如上

述Jaipur協會所明示的「公平」和「誠實」規範，毛衣市場於是帶入了

道德經濟場域的運作原則。

院、學校或其他教育部門、自謀生計者定居點、零散居住區、其他。資料來源：西

藏流亡政府西藏之頁，http://www.xizang-zhiye.org/b5/ex/liuwangfagui/index.html#8，

取用日期，2009年9月28日。

32 佛教教義強調「誠實無欺」，出於業報輪迴的世界觀，即使是作生意也不要因為

貪利而欺騙，否則造了惡業的因，其業果到來世還是存在，因此要作一個「好人」

就是不能欺騙。達賴喇嘛教法時，也時常向藏人提醒這些觀念。若藏人被批評為不

誠實的話，將是莫大的污辱。這個價值觀影響到藏人在毛衣貿易中，所在乎的形

象，以及解決經濟問題時，會採取的策略選擇，這呼應了Polanyi的「鑲嵌」概念，

也就是人類的經濟行為，受制於特定的社會制度，而呈顯出藏人道德經濟實作過程

的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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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獲利機會均等化
首先由於市場土地的範圍有限，因此會員所能擁有的攤位數就必須

進行限制，每年開市之前，會員大會中抽籤決定該年的攤位地點分配，

但市場上攤位的地點分配直接關係到業績的好壞，因為顧客習慣先看前

面的攤位，若買到合意的商品就不會再到後面的攤位購買，所以較靠近

入口處通常比在尾端攤位的生意要好，雖然抽籤算是機會公平的方法，

但不同位置卻會造成當季利潤的顯著差異，於是發展出攤位輪調的規

則，將這些差異平均化，如在Asansol市場規定每天往前進兩個位置，

Otty的毛衣協會要求每隔一個星期前進五個位置，不同的協會輪調間隔

的天數和前進的攤位數雖然不同，但同樣解決因為機會的不平等造成會

員之間利潤差異的問題。幹部雖然屬義務性質，但額外付出許多時間精

力為公共事務費心，因此有的協會優待免繳會費，或提供特權給幹部作

為彌補，如優先選擇地點之後也不必參與輪替等措施，但幹部並未因此

得到更高的決策權力，這是讓市場每戶成員都有公平獲利的機會。

2. 實施不二價政策
早期藏人販售毛衣和印度商人一樣的講價方式（b a r g a i n i n g 

system），經常會和顧客在議價銖錙計較過程中產生不愉快，尤其遇到

顧客需要退換貨物的時候，耗費心力的講價過程又再度重複。雖然這是

印度人生意買賣的習慣，作為流亡難民身分的藏人而言，如果因此與印

度人產生衝突，可能造成當地印度顧客的抵制而危害整個市場的營運，

但講價過程中若過度退讓，個人方面是利潤壓縮，也因價格被壓過低而

破壞市場行情，當顧客發現在同一市場當中同類商品卻有不同的價格，

引起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會破壞了藏人作為佛教徒的誠實形象。於是協會

成員實施不接受任何殺價的「不二價」政策，共同訂出固定的利潤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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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依此標定售價並確實執行，解決因講價所產生的問題，而制訂罰則

和組成紀律委員會，顯然針對那些不按照規定的機會主義者而設立的。

（1）Allahabad毛衣市場協會幹部解決不誠實的問題：

當年還是議價買賣時候所遇到的問題，假如今天我以100盧比

賣出一件衣服，明天顧客回來退貨時會說當時買的價錢是250

盧比，或者說今天同樣的衣服顧客以100盧比買下來，發現隔

壁店家只賣50盧比，他們會說我們欺騙，這類的問題層出不窮

而需要協會出面解決。自從制訂不二價政策之後，每一位毛衣

商就不再出現上述的問題，同樣貨色的毛衣，顧客在不同店家

買到的都是同樣的價格⋯⋯

所以不二價對買賣雙方而言都是最輕鬆，當你到任何一個實行

不二價的市場就不會遇到議價買賣所遭遇的各種麻煩，以及因

此所造成的緊張，要是同一件毛衣一家店標價150盧比，另一

家店只標140盧比，就有低價競爭的意味，產生類似的困擾，

而不二價對顧客和賣方而言都比較愉快的原因就在此。33

（2） Varanasi毛衣市場協會幹部指出退換貨時的價差紛爭，得到合

理性地處置：

⋯⋯在施行議價體系期間，由於價格上的差異給我們帶來許多

問題，例如我們賣一件毛衣售價150盧比，當顧客要拿來退換

33 2009/1/18 集體訪談協會幹部，Tibetan Refugee Lhasa Market， 地點：Allahabad毛

衣市場，檔案編號 090118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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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樣式的毛衣的時候，又得再度講價，如果這件毛衣不是

本人來買而是幫家人採購的話，回家之後發現不合適又會來

換，於是我們又得開始議價，而現在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如

果我們賣了一件150盧比價格的毛衣，顧客想退換另一件標價

250盧比的毛衣時，因為價格都有清楚標示，顧客就要再付100

盧比才能換到不會有任何問題⋯⋯34

（3） 有些協會特別成立「不二價委員會」（ f i x e d - p r i c e 

committee），專門負責制訂價格與罰則，以下是Asansol協會

規章：

在1998年10月27日，協會會員已經通過有關銷售價格一致的決

議，由全體會員加以遵守。

（a） 會員不得將不同價格的標籤貼在塑膠袋上，也不得以不

同的價格賣出。

（b） 任何會員以不同的價格賣出貨品時，將違反規定而得處

以300盧比的罰金。

（c） 如（a）所示任何會員被發現所販售的毛衣項目和緊鄰

的兩家攤位的標售價格不同時，不論該貨品是否已經售

出，都將被處以150盧比的罰款。35

34 2009/1/16 集體訪談協會幹部，Tibetan Refugee Market Association, Lhasa Market，

地點：Varanasi毛衣市場，訪談檔案090116000。

35 “Tibetan Sweater Sellers Association, Asansol, Rule and Regulation”是研究者在2006

年11月於該毛衣市場從事田野過程中取得，所有引文皆根據原書寫之藏文翻譯為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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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Ja ipur的協會還另外有「紀律委員會」（disc ip l inary 

committee）每個月進行兩次抽查，貫徹政策的執行：

Jaipur毛衣協會 章程和規則  第16章

A. 章程和規則委員會將會檢查250家攤位的價格貼紙和標籤，

每個月進行兩次之後，委員會也會根據需要而增加檢驗次

數。

B. 在檢查期間如果發現任何店家有一到五項的貨品沒有價格貼

紙和標籤，所有違禁項目將被協會沒收。

B.a.  對於沒有店號或價格標籤的項目將如同條款B所示之罰則。

目前這個政策起源自哪個毛衣市場的協會並沒有確定的說法，但所

知最早的時間應該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36 一方面為了避免與市場當地

的印度顧客產生買賣上的摩擦造成衝突，一方面也因為印度都市中產階

級興起，較重視品質而能夠接受不二價的政策：

因為我們不必耗費心力（和顧客議價），不二價是比較好的。

顧客進來然後看看毛衣和定價，中意的話就會買下來，不像以

前要看完所有的店，找上百件的毛衣來比價，我們賣了一件有

賺到，但可能賠到另一件，所以不二價比較好。37 

36 例如在藏人1973年到Allahabad賣毛衣，1983年成立協會，直到1997年開始不二

價的政策；在Varanasi的藏人毛衣市場1965年成立，直到2001年成立了不二價的制

度；Nagpur也是在1970年代就成立協會，到2002年才開始統一價格。至於規章制度

完整的Jaipur毛衣市場協會，在1999年就詳訂實施不二價政策的各項措施。

37  2007/4/20 退休毛衣商（曾在Nagpur有30年賣毛衣經驗），訪談地點：Hunsur定

居點的家中，訪談檔案070420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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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受過教育的人不喜歡討價還價，現在大部分受過教育的

顧客來買我們的毛衣就不喜歡討價還價的方式，他們會覺得不

好意思，就不會向我們買東西，有很多受過教育的人向我們反

應說，「你們的貨色不錯，舉止行為也很好，各方面都好，但

你們的講價方式卻令人退卻」。38

由於藏人毛衣市場凸顯族群與難民身分的特色，也注意挑選所販賣

的毛衣品質，長年下來給當地印度民眾的印象，漸漸建立起藏人毛衣市

場的品牌形象，成為不二價的策略能夠成功的基礎。反之，那些沒有實

施不二價政策的市場協會，則是規模較小、市場特色並未確立、無法和

其他印度人經營的市場區隔，顧慮印度消費者的接受度而維持講價的買

賣方式：

直到現在我們並沒有任何計畫實施不二價的政策，因為這個市

場本身並不穩定，很多在地人來自於農村鄉下，如果價格固定

不能殺價，他們就不會買，這要看消費者是否能接受。如果這

個市場地點能夠永久使用的話，也許會朝向不二價的方式，但

我們每年都不知道明年是否還會在這裡，而且當地人也賣毛

衣，許多來自於Orissa的人也和我們作同樣的生意，因此要實

施不二價是很難進行的。39

38 2009/1/16集體訪談協會幹部Tibetan Refugee Market Association, Lhasa Market，訪

談地點：Varanasi毛衣市場，訪談檔案090116000。

39 2008/1/10位於客運車站的毛衣商集體訪談，地點：毛衣商在 Secundrabad的住

家，檔案編號：080110_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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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印度新興的中產階級消費者而言，藏人的方式反而比較公道，

不用擔心被騙，買賣雙方節省彼此耗費心神的講價成本，即使價格高一

點但品質相對有保證，藏人市場以此建立繼續生存的空間。此外，這種

集體價格的訂定與遵守，也維持了藏人毛衣商的市場紀律，避免聚集販

售時產生削價競爭而危及整體的利益。由於這種不二價政策實施的效果

很好，其他的協會就紛紛跟進，例如Dhanbad毛衣協會的幹部就表示，

是聽說Jaipur的成功經驗而跟進的。40

毛衣貿易之所以能夠在印度社會持續存在，除了貨品本身的特色之

外，這個由會員共同制訂與執行的價格政策，使得在同族群毛衣商集中

且資源（場地）有限的情況下，能夠節制惡性的削價競爭，創造毛衣商

共同利益。因此，即使藏人販售的毛衣都是從Ludhiana的印度毛衣製造

商批發過來的，41 由於藏人挑選花色有獨到的眼光，以及對品質要求的

高標準之外，集體所發展的價格策略與紀律的作用更形重要。

此外，這個不二價的作法也讓藏人找到解決宗教信仰和經濟活動矛

盾的出路，能夠做到達賴喇嘛講經說法時對藏人要求誠實無欺的良善形

象，也符合流亡政府官員所希望看到的良性發展。然而西藏宗教文化價

值傳統歷史悠久，不二價政策在1990年代後期才漸漸被施行，因此藏人

毛衣商和官員在此所採用宗教文化價值的論述，顯然是針對實際問題的

40 2006/11/9集體訪談協會幹部Tibet New Lhasa Market，地點：Dhanbad，訪談檔案

061109_02。

41 藏人和印度毛衣供應商之間，也有其獨特的關係，藏人因為缺乏足夠的資金，而

必須依賴這些供應商給予信貸，等到毛衣販售季節結束之後，再連本帶利償還，由

於藏人都能誠實還清積欠的資金，比在地的印度人更能信任，而建立了40年的跨族

群信貸與銷售的關係。透過這種合作，印度毛衣供應商也擁有穩定的銷售管道，由

藏人毛衣商賣到印度各地。這部分的關係也牽涉到藏人，身為難民的資金積累困境

（潘美玲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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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需求，援引宗教上的價值以及達賴喇嘛的威望強化規範面的效果，

並將這種解決世俗現實利益的策略加以神聖化。然而我們也可以從社群

文化的角度，理解這個價值觀如何影響藏人毛衣貿易的商業活動中，他

們最在意的部分，以及解決問題時具有選擇性親近的策略，從而將不二

價政策歸納於西藏文化特質的實踐：

這和我們的宗教有關，我們的宗教和精神領袖、也可以說是我

們的王、我們的領袖、尊者達賴喇嘛，他總是對我們傳法要有

信念，不要說謊，作生意要有善念等，於是我們發現過去和顧

客討價還價買賣的時候，藏人和印度人之間的看法是不同的，

印度人會覺得還是被藏人賺了很多錢，而當我們開始實施不二

價之後，藏人和印度顧客之間就不會再有同樣的問題出現。42 

事實上這是藏人普遍的想法，因為來自於尊者達賴喇嘛的教

法，對我們傳法時都說要作一個好人，誠實不欺的觀念就自動

進到藏人的腦海中，一旦制訂價格就不必欺騙，因為價格是固

定的，如果顧客想買就只能以那個價格買回去。43

3. 形成共有資源構成團體歸屬
（1）集體利益超越個人利益極大化

不二價政策解決了市場內價格競爭的問題，但缺點是無法利用折扣

進行促銷，且為了防止打壞行情，協會的成員被禁止將攤位上的毛衣商

42 2009/1/16，集體訪談協會幹部Tibetan Refugee Market Association, Lhasa Market，

地點：Varanasi，訪談檔案090116。

43 2008/6/7 Mr. Sonam, secretary of dept. of finance，地點：Dharamsala，檔案編號：

080607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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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拿到市場外面於該城市範圍內進行流動地兜售。

在沒有實行不二價之前，比較容易賣完我們的毛衣，尤其當生

意清淡的時候，我們可以降價求售，但現在要求不二價，我們

所面臨的困難，是到了生意很差滯銷的時候，還是不能降價，

而得在這裡多作停留，我們今年無法賣完的貨物，就會打包變

成存貨。44 

然而對依靠冬季毛衣生意的藏人而言，產品滯銷代表沒有獲利、沒

有現金，也還不出向印度毛衣供應商或銀行貸款的錢，到了下一季又成

為過季商品，惡性循環所造成的損失，對於多數沒有充分資金的藏人而

言是難以負荷的。

這裡的生意很差，根本沒有顧客上門，他們將所有的貨物存放

在一個房間然後回到定居點，欠印度毛衣供應商的部分不必馬

上還清，甚至二、三年之後再付也可以，至於銀行貸款的部

分，就要向別人籌錢，若沒有準時還款的話，銀行會來沒收他

們的房子，所以這是很困難的局面。45

為了解決銷售存貨，使每一季的銷售達到最大的效率，又不能破壞

不二價的情況下，協會成員共同協議處理的方式：例如，控制市場內成

44 2009/1/16，集體訪談協會幹部Tibetan Refugee Market Association, Lhasa Market，

地點：Varanasi，訪談檔案090116。

45 2007/4/17，毛衣商Kolkar，訪談地點：位於Mysore的西藏餐廳，訪談檔案

2007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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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進貨數量的上限，先賣完的人不能再去Ludhiana補貨，讓產品滯銷者

有機會銷貨，大家都有機會賺錢，加上實施不二價的政策，使得毛衣市

場各攤位收益更為平均，46 這種進貨管制的措施是根據公平性的規範而

發展出來的，是前述獲利機會均等化的深化，壓抑個人利益極大化而朝

照顧到市場內每位成員為依歸。

然而若遇到生意太差，大家都賣不出去的時候，仍得設法處理庫存

的問題，有的協會容許兜售出清存貨，如Allahabad協會規定在1月份下

旬冬季將盡之時，得以離開Allahabad城市60公里距離之外折價促銷，也

可以讓顧客講價，而不會影響原來市場的價格和生意：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處境，根本沒有幾個客人，以今年而

言，大部分的攤位都還有很多毛衣沒賣出去，於是大家作成決

議，如果市場生意不好，可以到Allahabad城外 60公里以外的

地方去賣。出了這個範圍，我們可以用較便宜的價格賣毛衣，

如果我們在現在市場附近低價出售的話，就會影響這個市場的

生意，所以才會訂出這樣的規定。47 

但越離開都市深入鄉下郊區，又必須背負沈重的貨品，挨家挨戶去

賣毛衣，所遭遇的顧客和環境都更具挑戰性，但為了生計與維護整體市

場價格，藏人別無選擇只有咬牙忍受種種的不便：

46 這在Varanasi Tibetan Refugee Market Association, Lhasa Market，以及Allahabad的

毛衣市場都實施這種進貨配額的管制。

47 2009/1/18第二代毛衣商Tensin訪談紀錄，地點：Allahabad的毛衣市場，檔案 

0901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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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公里外的情況是很不一樣的，我們已經出了城市進到農村

或更偏遠的地方，那裡的教育程度和個人的素質都比不上這

裡，當我和父親一起背著毛衣去賣的時候，印度人會過來搶我

帶的毛衣，而我們卻不能對他們做些甚麼。48

（2）形成團體歸屬的界線

當各地毛衣市場和協會經營漸上軌道，尤其生意興盛的市場所在，

自然吸引更多藏人過來擺設攤位，但因市場土地取得不易以及場地有

限，這些市場在攤位飽和之後，無法再容許新的加入者，公共經營的資

源與義務的承擔，劃分了團體成員與非成員的界線。

由於空間有限我們不能讓別人加入，你也看到根本沒有地方給

他們，如果有人要過來Varanasi作生意，可以到別的地點擺攤

設店，我們協會並不會反對。49

那些比較早來的人佔到優勢，他們熟悉這個地方，但那些後來

的人就無法加入協會，只能待在城外。50

於是嚴格執行會員資格的審核和候補程序，雖然同樣是流亡藏人也

在同個都市賣毛衣，產生協會成員與非成員的分別，從Asansol協會的會

48 2009/1/18年輕世代女性毛衣商Tsewang訪談紀錄，地點：Allahabad sweater 

market，檔案：090118_03。

49 2009/1/16, 集體訪談協會幹部Tibetan Refugee Market Association, Lhasa Market，地

點：Varanasi毛衣市場，訪談檔案090116。

50 2007/4/20 退休毛衣商Phuntsok（曾在Nagpur有30年賣毛衣經驗），訪談地點：

Hunsur定居點家中訪談檔案070420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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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紀錄檔案中提供一個歷經三年才被接受的新會員完整案例，以及達到

集體同意的困難過程：

在1991年一位退役軍人Tenzin（按：研究者予以化名），來自

於Manali ，希望進到Asansol 從事毛衣生意，並透過協會的幹

部請求將他的名字放在攤位分配的名單上。在協會的章程和規

定當中，並沒有任何根據可以分配攤位給他，也已經向Tenzin

解釋說明。1992年Tenzin又來到Asansol提出同樣的要求，協會

幹部也在會員大會當中提出，但終究沒有對Tenzin的請求作成

具體的決議。到了1993年他又到了Asansol提出要求，並在該年

的10月25日會員大會上，將他的請求和他過去兩年所遇到的問

題在所有會員面前作說明，基於對其個人處境的考慮，所有會

員最後作成決議將Tenzin放到分配攤位的主要名單上，同時附

帶決議，未來本協會將不再接受類似的個案。51

毛衣市場的建立和運作，是成員共同努力的結果，隨著協會組織化

運作，團體歸屬更顯明確，共享公平與誠實的信念，以集體利益優先而

壓抑個人利潤極大化的機會，個別成員作出犧牲，放棄賺取更多利潤的

機會，這個Asansol市場，大家決議只能夠一個家庭一個店面，其他家庭

成員想要作生意也只能到附近另闢衛星市場（詳情請見下節），因此上

述的案例雖然顯現團體歸屬界限，但最後還是接納了這位新會員，並非

完全不顧族人之生計，更何況除了這個特定的市場之外，還有上百個藏

51 “Tibetan Sweater Sellers Association, Asansol, Rule and Regulation”是研究者在2006

年11月於該毛衣市場從事田野過程中取得，所有引文皆根據原書寫之藏文翻譯為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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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毛衣市場，不見得每個市場都沒有機會，如果條件許可的話，也有

機會邀集成員成立新的市場。

（3）發展市場間價格協調機制

由於空間資源有限，協會必須對內規範攤位擴張，對外排除新增會

員，但協會並無強制權力干預任何在非協會會員市場外的活動。但接下

來產生的問題是一旦鄰近出現其他藏人毛衣買賣活動，必然產生市場間

的競爭，為了維護彼此的利益以及防止破壞族群團結，藏人得發展出市

場之間共存的解決方案。例如進行市場間價格協調，以Dhandbad為例，

分別有70戶和40戶家庭所組成的兩個毛衣協會，彼此並沒有產生競爭而

是維持合作的關係，共同商議價格實施不二價的政策，所以沒有發生破

壞行情的情況。52

另一個比較複雜的例子則是在Asansol市場所發展出來「衛星市場

產品價格差異化」的模式。根據研究者2006年11月在West Bengal邦的調

查，當地第二大城Asansol已經有一個具規模的藏人毛衣市場，因為場地

有限，一個家戶只有分到一個攤位，為了增加銷售量，其他的家戶成員

分散到這些大城市邊緣的鄉鎮集市擺攤，在附近方圓百里之內共形成以

Asansol市場為中心的12個規模較小的衛星市集賣毛衣，但除了Asansol

市場協會力行不二價政策之外，其他市集如距離最近的Raniganj都還採

用議價的買賣方式，為了減輕對Asansol所產生的影響，彼此之間儘量在

產品上作區隔，也不相互批評作價格的割喉戰： 

通常我們在Asansol保留較好的貨色，比在附近的Raniganj 要

好多了⋯⋯我們立下規定，假使有顧客在Raniganj 要買毛衣，

52 2004/7/02毛衣商Tamding訪談，於南印度藏人定居點Hunsur的代表辦公室，檔案

編號：04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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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iganj 絕對不能說這裡的毛衣比Asansol便宜或Asansol那裡賣

比較貴的話出來，這是被禁止的。⋯⋯我們儘量說明兩邊貨色

的差異來說服消費者，除此之外，我們無法再做些什麼，我們

不能批評別的市場。53

由於毛衣市場協會的成立，藏人毛衣商集體解決毛衣市場地點的租

借，透過民主程序達成共識訂立規章，採取不二價的價格策略，消弭印

度顧客與藏人毛衣商之間可能產生的糾紛。此外整個毛衣協會也朝向將

市場利潤平均化的措施，例如：利用抽籤和攤位定期輪換的方式平均化

市場成員的獲利機會，甚至對市場毛衣商進行進貨配額的管制，給予市

場中當季業績落後者更多生意的機會，而達成該毛衣市場內部成員之間

以民主、合作與公平的方式發展出道德經濟運作模式，使得集體生計得

以維持的可能。而藏人的毛衣協會不能干預其他藏人非會員的行為，或

印度當地商人的競爭，但透過協調相互合作，避開破壞市場行情的價格

競爭，維繫藏人在毛衣貿易上的集體利潤。

五、結論

藏人50年來在印度的定居點所安頓的家園，除了Dharamsala因為

達賴喇嘛所在成為各地旅客絡繹於途的熱門觀光景點，以及在Delhi的

Manju Ka Tila作為藏人在印度各地移動的交通轉運中途站之外，大部分

的定居點都在印度鄉村較偏僻的地方由藏人開山墾路建立起來。然而，

流亡藏人卻因為毛衣貿易的生計活動，遠離目前安頓的定居點家園，分

53 2006/11/09集體訪談協會幹部，Tibetan Sweater Sellers Association，地點：Asansol

毛衣市場，檔案編號：061109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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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在印度各都市、市集、交通便利之處的毛衣市場所在。藏人在這些地

方停留整個冬季甚至更久的時間，這些季節性毛衣市場與共同生活所在

地，其實構成流亡藏人的另一個生命共同體，成為流亡後在印度境內流

離的第二家園。

藏人的毛衣市場作為一個生存的經濟場域，以強調族群文化特色、

難民處境以及符合中產階級的價格品質，吸引印度的顧客，並以此區隔

在地印度商人在價格上的競爭。協會的成立，原先的目的是能夠與印度

地方政府進行集體地交涉的任務，並提供藏人毛衣商互助的組織。然而

因為面臨和顧客在交易過程中「對利益的鬥爭」所產生的衝突，以及維

持佛教徒誠實形象等問題，協會開始透過成員的集體共識，以不二價的

策略，化解毛衣市場內成員之間所構成的競爭鬥爭結構。由於毛衣市場

所在地點得來不易，也可能隨時會失去，因此為了保存這塊「求生之

地」，協會的成員必須齊心協力共同參與，超越個人身分和背景，在這

個市場之內所有成員共享同等的權利與義務，從而產生對公平性的要

求，因此又發展出利潤機會均等化、控制市場成員進貨上限等措施，以

民主的機制使個人追求利益時同時將他人的利益納入考量，形成一種道

德經濟的規範，互助合作取代競爭而維持市場繼續運作。

本文以藏人毛衣市場的案例，不是將道德經濟當作不變的常數，而

是一個發展實作的過程，因此雖然不是所有的市場都成立協會，也沒有

百分之百的協會都實施不二價或利潤機會均等化的措施，但我們看到如

Granovetter所強調的，存在著道德經濟時確實會有所不同，有助於集體

解決問題的能力，成為其他市場解決問題時參考或模仿的對象（1994: 

466-468）。不過，道德經濟對毛衣市場的經營也有負面影響。首先，

在公平的原則下，將利潤和牟利的機會平均分配，讓差異化的策略幾乎

沒有發揮的空間，顯然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在藏人的毛衣市場是不被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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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的。毛衣市場的經營型態於是被高度固定，除了協會組織管理更形制

度化之外，攤位擺設和作生意的方式數十年如一日，穩定和公平的考量

顯然高於激勵創新成長。其次，為了避免價格競爭，實施不二價的相關

措施之後，在生意清淡毛衣滯銷時，反而缺乏應變的彈性，產生過多庫

存，造成集體利潤下降，甚至帶來損失的問題。

毛衣市場的道德經濟所產生經濟層面的影響利弊互見，但如前文所

引，社會學者Max Weber並不認為所有的「利益」都只是經濟上的自我

利益，而是被社會或價值所定義出來的（[1904]1949: 76）。傳統道德經

濟所強調的傳統規範扮演著指導性以及被捍衛的角色，在流亡藏人的市

場和協會所發展的道德經濟過程，確有其宗教文化信仰上的價值傾向，

尤其佛教教義強調「誠實無欺」，在經濟行動集體制約的表現就是「公

平」和「誠實」的原則。但毛衣市場當中各種朝向公平性的利潤平均化

作為，不是從毛衣貿易歷史起源就開始運作，而是在面臨經營上的問題

共同發展出來的解決方式，而成為集體必須遵守的規範，並援引宗教上

的論述強化這些措施的正當性，換言之，道德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行動者

既非自利的經濟人，也非完全受制於傳統規範，而是在現實情境中經濟

理性和文化價值交互產生的結果。

本文試圖超越傳統道德經濟學者，不將道德經濟的傳統規範，視為

既定存在抗拒變遷的靜態觀，也不限於小農經濟體系中生產者之間的階

級道德經濟，而是著重在市場銷售面的經濟行為，理解市場的行動者如

何形成合作和整合的實際群體，進而開展經濟社會學當前發展道德化市

場的論述。我們當然也看到藏人毛衣商之間個別經濟理性，與個人利潤

競爭的實例存在，但藏人的流亡處境，以及族群宗教信仰的文化特質，

確實構成對機會主義與個人私利擴張限制的社會結構，發展出平衡社群

福祉和個人利益的對策，達到「社會性」、「道德性」的經濟過程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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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所表現出來的「道德經濟」不是一個抽象的觀念，而是集體實作所

展現的選擇策略，從而對社群的生存和未來構成制約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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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流亡藏人在印度和尼泊爾的定居點

註： 研究者已經進行拜訪與田野的藏人定居點分別是Karnataka邦四個定居點。

包括Bylakuppe的Lugsung Samdupling（Old camp），和Dickey Larsoe（New 

camp），Hunsur的Rabgayling，以及Kollegal的Dhondenling。以及流亡政府所

在的Dharamsala，印度首都所在的Delhi以及位於印度北方的Ladakh、Manlai、

Shimla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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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流亡藏人在印度各大城鎮的毛衣販售地點

註： 以黑色圈起的城鎮是研究者進行過田野的毛衣市場，單一地點包含一個或以上

的毛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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